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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ＷＩＯＤ数据库和经适度修正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模型， 本文从

跨国层面测度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和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 进而借助 ＯＬＳ、
２ＳＬＳ和联立方程等方法就前者对后者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 研究发现： （１）
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明显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 这既表明中国制造业最终品

出口技术含量偏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超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 也表明未剔除

“统计假象” 条件下分析中国最终品技术含量， 所得结论可能会存在一定偏误；
（２）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 Ｕ 型， 中技术

含量中间品进口对产品国内增加值率产生的边际促进作用最大， 进口过高技术含量

中间品可能会对国内增加值率产生不利影响； （３）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国内增

加值率的倒 Ｕ型作用机制非常稳固， 经济增速冲击、 税赋冲击、 中间品进口冲击

和滞后 １－６期的时间动态冲击均无法撼动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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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不懈努力不仅使中国成为了全

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还使中国成为了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造了为经济

学界津津乐道的 “增长奇迹”。 然而在中国制造业总量 “奇迹” 背后， “质的短

板” 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受

发达国家掣肘的低端环节， 中国制造业以低成本优势和加工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１］；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２］ ）， 不仅使制造业生产技术长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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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前沿技术和准前沿技术 （黄先海和宋学印， ２０１７） ［３］， 还使制造业容易陷入低端

锁定陷阱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４］， 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长期处

于较低水平 （刘慧等， ２０２０） ［５］。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虽成为了全球化中为人熟知的

标签 （吕越等， ２０１８）， 但中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含量设备和中间品等 “高端要素”
长期依赖于进口 （余淼杰和李乐融， ２０１６［６］；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８［７］ ）。 高技术含量中

间品的进口依赖不仅使中国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外部依赖型技术赶超特征 （刘慧和

杨莹莹， ２０１８） ［８］， 还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优化过程受制于外， 容易遭

受发达国家的 “卡脖子” 威胁。
本文从多维度深入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

用机制， 边际贡献可能体现为： （１） 基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９］的研究构建了中

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测度方法， 不仅为中间品技术含量的特征刻画提供了一个新的

度量工具， 还使得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成为了可能； （２） 将技术含量的研究从最终

品领域拓展到了中间品领域， 有效拓展了技术含量研究的广度， 将中间品进口的研

究从数量领域拓展到了技术含量领域； （３） 从技术含量视角剖析中间品进口对制

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将产品技术含量、 中间品和国内增加值率三个

领域有效地衔接起来， 发现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 型作用

机制， 并从多重视角检验了该机制的稳健性。

一、 文献综述

核心中间品既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 （马述忠和吴

国杰， ２０１６） ［１０］， 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 “低端锁定” 风险和实现产业现代化的关

键突破点 （吕越等， ２０１８）， 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则是判断一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和制造业外部依赖程度的重要依据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刘慧等， ２０２０）。 学界

对二者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１） 中间品进口的研究。 中间品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件， 往往蕴含

着丰富的知识、 质量和技术内涵， 其会通过垂直效应和水平效应来影响一国的经

济增长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１１］ 。 为此， 早期研究多集中于中间品进口的经济效

应领域。 已有研究多发现中间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２］ ；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企业存活率 （许家云和毛其淋， ２０１６） ［１３］ 、 最终品出口产品

质量 （马述忠和吴国杰， ２０１６） 和企业创新 （Ｌｉｕ ａｎｄ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１４］等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因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政策为大量学者所推崇。 有鉴于此， 部分学

者开始尝试剖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 如 Ｄｅｆｅｖｅｒ 等 （２０２０） ［１５］通过实证

发现使用国外中间品比重越高的企业，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给其全要素生产率带来

的提升作用越大；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４） ［１６］的研究则表明： 中间品关税的降低，
不仅会增加企业的利润， 还会提升企业研发空间， 促进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仿和

吸收， 推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上述研究多从进口 “量” 的视角剖析中间品

进口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剖析

中间品进口的 “质”， 如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 静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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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中间品进口质量会对出口增加值率产生负效应， 而动态条件下， 中间品进

口质量将表现出正效应； 孙少勤和左香草 （２０２０） ［１７］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

现， 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可知， 中间品进

口的研究虽已从 “量” 的领域延伸到了 “质” 的领域， 但鲜有学者从技术内涵

视角对中间品进口进行研究。
（２） 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研究。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 该领域已经形成了三个

代表性研究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产品国内增加值率测度方法的构建。 大量的学者在

国内增加值率的核算方法领域进行了尝试， 如 Ｄｅａｎ 等 （２０１１） ［１８］从国家与部门层

面构建了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核算方法，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９］和吕越等 （２０１８）
则从微观层面构建了相应的测度方法。 第二个方向是剖析产品国内增加值率演进的

影响因素。 加工贸易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中间品进口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贸

易便利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２０］和贸易方式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２１］等因素被认

为是造成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方向是从产品国内增加值率视

角剖析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如杨高举和黄先海 （２０１３） ［２２］以增加值率作为

衡量国际分工地位的媒介进行研究后发现：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

高； 吕越等 （２０１８） 指出中国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过程容易遭遇发达国家跨

国公司设置的 “天花板”， 有被锁定于低端环节的风险 （刘慧等， ２０２０）。 由上可

知， 虽有学者关注到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但仅从数量和质量视角进行分析， 尚无学者从技术含量视角剖析中间品进

口对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虽为理解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与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间的关系提

供了深刻洞见， 但仍存以下不足： 首先中间品进口一直被技术含量领域视为 “统
计假象”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２３］； 陈晓华等， ２０１１［２４］ ）， 这不仅使得中间品技

术含量的研究成为了该领域有待弥补的缺憾， 还使得学界对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

的影响效应知之甚少； 其次中间品进口与产品国内增加值率虽同为当前研究热

点， 但鲜有学者深入分析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这很

大程度上使得学界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高度依赖进口与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共存的

窘境显得无能为力； 最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可能会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产

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促进效应。 中间品进口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

等渠道提高本国相应中间品的生产能力 （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进而提高制造业最终品使用本国中间品的概率， 最终推动制造业国内增

加值率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低技术含量中间品具有 “技术溢出价值低， 易被

学习” 的特征， 其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边际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中技

术含量中间品具有 “有一定技术溢出价值， 相对容易被学习” 的特征， 其边际

促进作用往往会大于低技术含量中间品； 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则具有 “有较高技

术溢出价值， 难以被学习” 的特点， 其产生的边际促进效应往往会低于中技术

含量中间品。 为此， 促进效应将随着中间品技术含量的提升而呈现倒 Ｕ 型。 二

是抑制效应。 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实际上是国外资本、 人力资本和技术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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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生产要素的直接替代 （陈晓华等， ２０１１； 许家云和毛其淋， ２０１６）， 会对本

国生产要素发展壮大产生冲击， 从而不利于本国高端中间品生产能力的提升， 将

本国制造业环节锁定在低端组装环节， 形成高端中间品依赖进口的组装型生产模

式， 最终不利于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攀升。 由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会对制造

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正效应与进口品技术含量呈现倒

Ｕ型关系， 负效应具有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越高， 价值越高， 对国内增加值率

抑制效应越明显” 的线性特征。 为此，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国内增加值率的

作用机制可能呈现倒 Ｕ型的非线性特征。

二、 关键变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一）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测度与分析

ＷＩＯＤ２０１６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 清晰地给出了各国从他国进口中间投入品

的种类和数量， 这使得本文研究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成为了可能， 为此， 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投入产出表， 运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等 （２００７） 的原理进行测算。 先测算出各国各

产业中间品出口总额：

　 　 　 　 　 　

ＩＥＸ ｉａ ＝ ＸＢ
ｉａ ＋ ＸＣ

ｉａ ＋ ＸＤ
ｉａ ＋ …… ＋ ＸＮ

ｉａ

ＩＥＸ ｉｂ ＝ ＸＡ
ｉｂ ＋ ＸＣ

ｉｂ ＋ ＸＤ
ｉｂ ＋ …… ＋ ＸＮ

ｉｂ

ＩＥＸ ｉｃ ＝ ＸＡ
ｉｃ ＋ ＸＢ

ｉｃ ＋ ＸＤ
ｉｃ ＋ …… ＋ ＸＮ

ｉｃ

︙
ＩＥＸ ｉｎ ＝ ＸＡ

ｉｎ ＋ ＸＢ
ｉｎ ＋ ＸＣ

ｉｎ ＋ …… ＋ ＸＮ－１
ｉｎ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１）

其中 ＩＥＸ ｉａ为 ａ 国 ｉ 产业中间投入品总出口额， ＸＭ
ｉａ为 ａ 国 ｉ 产业产出中被 Ｍ 国

（Ａ≤Ｍ≤Ｎ） 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金额。 参照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的研究。 本文采

用以下方法测度各类产业中间品出口技术含量：

ＰＲＯＤＹｍ ＝∑
ｊ

ＩＥＸ ｉｊ ／ ＩＥＸ ｊ

∑
ｊ
ＩＥＸ ｉｊ ／ ＩＥＸ ｊ

Ｙ ｊ （２）

其中 ＰＲＯＤＹｍ为中间投入品 ｍ 的出口技术含量， Ｙ 为各国人均 ＧＤＰ。 本文以各

国中间品进口额对产品出口技术含量进行加权平均的方式获得中间品进口技术含

量。 此时先核算各国各产业进口额：

　 　 　 　 　 　

ＩＭＰ ｉａ ＝ ＸＡ
ｉｂ ＋ ＸＡ

ｉｃ ＋ ＸＡ
ｉｄ ＋ … ＋ ＸＡ

ｉｎ

ＩＭＰ ｉｂ ＝ ＸＢ
ｉａ ＋ ＸＢ

ｉｃ ＋ ＸＢ
ｉｄ ＋ … ＋ ＸＢ

ｉｎ

ＩＭＰ ｉｃ ＝ ＸＣ
ｉａ ＋ ＸＣ

ｉｂ ＋ ＸＣ
ｉｄ ＋ …􀆰 ＋ ＸＣ

ｉｎ

　 　 　 　 ︙
ＩＭＰ ｉｎ ＝ ＸＮ

ｉａ ＋ ＸＮ
ｉｂ ＋ ＸＮ

ｉｃ ＋ …… ＋ ＸＮ
ｉｎ－１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３）

其中 ＩＭＰ ｉａ为 ａ 国 ｉ 产业中间品进口总额， 此时制造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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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 ｊ ＝∑
ｍ

ＩＭＰｍｊ

∑ＩＭＰｍｊ

ＰＲＯＤＹｍ （４）

其中 ＰＲＯＤｊ为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 基于上述方法， 本文测度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３４国制造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 表 １ 报告了相应的测度结果。 首先从增幅上

看， ３４个样本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增幅均在 １１５％以上， 这既表明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世界各国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也表明高技术含

量中间品在中间品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增加

了 １４５􀆰 ５９％， 仅次于爱尔兰、 希腊、 西班牙和拉脱维亚， 居样本国第五。 其次，
从均值排名上看， 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均值位居样本国第 ２１ 位， 在发展中国

家中仅次于捷克， 与比利时、 葡萄牙、 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较为接近， 而

２０１１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已经超越日本。 这首次从中间品技术含量视角印

证了陈晓华等 （２０１１） 的推论， 即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出口技术含量偏高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进口了超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 最后，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均值最高的

１０个国家中有 ９ 个是发达国家， 而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最低的 １０ 个国家中， 仅有

２个为发达国家， 可见发达国家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需求大于发展中国家。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３４ 个样本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①

排名 国家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均值 增幅 （％） 排名 国家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均值 增幅 （％）
１ 印度 １２ ７９８􀆰 ８ ３０ ６５３　 ２２ ２０９􀆰 ５ １３９􀆰 ５　 １８ 希腊 １４ ００９􀆰 ６ ３４ ８１６　 ２４ ６００􀆰 １ １４８􀆰 ５１
２ 拉脱维亚 １３ １０１􀆰 ６ ３２ ３３３􀆰 ６ ２３ １２２􀆰 ６ １４６􀆰 ７９ １９ 韩国 １４ １９４􀆰 ３ ３３ ８３３ ２４ ６３６􀆰 ９ １３８􀆰 ３６
３ 土耳其 １４ ７５３􀆰 ２ ３１ ８８７􀆰 ８ ２３ ４９０􀆰 １ １１６􀆰 １４ ２０ 巴西 １４ １８４􀆰 ７ ３４６８７􀆰 ４ ２４ ６６８􀆰 ５ １４４􀆰 ５４
４ 罗马尼亚 １３ ６２９􀆰 １ ３２ １２８􀆰 １ ２３ ５６９􀆰 ９ １３５􀆰 ７３ ２１ 中国 １３ ８８０􀆰 ８ ３４ ０９０􀆰 ５ ２４ ６８５􀆰 １ １４５􀆰 ５９
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４ ３８８􀆰 ８ ３２ １００􀆰 ９ ２３ ５７３􀆰 ３ １２３􀆰 １ ２２ 比利时 １４ １３８􀆰 ４ ３４ ３６６􀆰 ２ ２４ ６８９􀆰 ９ １４３􀆰 ０７
６ 保加利亚 １４ ３４０􀆰 ６ ３２ １８９􀆰 ５ ２３ ７４８􀆰 ８ １２４􀆰 ４６ ２３ 葡萄牙 １４ ４３７􀆰 １ ３４ ２４６􀆰 ４ ２４ ７７７􀆰 ６ １３７􀆰 ２１
７ 爱沙尼亚 １３ ７９０􀆰 ６ ３３ １２７􀆰 ４ ２３ ７６８􀆰 ３ １４０􀆰 ２２ ２４ 加拿大 １４ ３６８􀆰 ７ ３４ ２１１􀆰 ２ ２４ ７８１ １３８􀆰 １
８ 墨西哥 １３ ８２８􀆰 １ ３３ ５９５􀆰 ３ ２３ ９５０􀆰 ７ １４２􀆰 ９５ ２５ 日本 １４ ３３２􀆰 ５ ３４ ０２６􀆰 １ ２４ ７９２􀆰 １ １３７􀆰 ４１
９ 澳大利亚 １３ ９９４􀆰 ８ ３３ ４１４􀆰 ４ ２４ １７４􀆰 １ １３８􀆰 ７６ ２６ 捷克 １４ ７７０􀆰 ６ ３３ ６６９􀆰 ６ ２４ ８１６􀆰 ７ １２７􀆰 ９５
１０ 西班牙 １３ ６７７􀆰 ４ ３３ ７８７􀆰 ４ ２４ １８７ １４７􀆰 ０３ ２７ 法国 １４ ３５４􀆰 ６ ３４ ３４７􀆰 ５ ２４ ８３８􀆰 ７ １３９􀆰 ２８
１１ 匈牙利 １４ ０２１􀆰 ９ ３３ ８３２􀆰 ５ ２４ ２６７􀆰 ９ １４１􀆰 ２８ ２８ 意大利 １４ ３９１􀆰 １ ３４ ０６６ ２４ ８７３􀆰 ４ １３６􀆰 ７２
１２ 俄罗斯 １４ ２７２􀆰 １ ３４ １７７􀆰 １ ２４ ２９１􀆰 ４ １３９􀆰 ４７ ２９ 德国 １４ ３４７􀆰 ８ ３４ ９６９􀆰 ３ ２５ ２４４ １４３􀆰 ７３
１３ 斯洛伐克 １４ ２００􀆰 ７ ３３ １２４􀆰 ６ ２４ ４２２ １３３􀆰 ２６ ３０ 荷兰 １４ ７９７􀆰 １ ３５ ０５２􀆰 ９ ２５ ４５６􀆰 ６ １３６􀆰 ８９
１４ 瑞典 １４ ２２５􀆰 ４ ３３ ６７５􀆰 ８ ２４ ４５３􀆰 ７ １３６􀆰 ７３ ３１ 丹麦 １４ ６５１􀆰 ５ ３５ ８９０􀆰 １ ２５ ６７７􀆰 ６ １４４􀆰 ９６
１３ 奥地利 １４ １０２􀆰 ２ ３３ ７５３􀆰 ４ ２４ ４９６􀆰 ３ １３９􀆰 ３５ ３２ 美国 １４ ８９９􀆰 ９ ３６ ４６０􀆰 ３ ２５ ８２５􀆰 ９ １４４􀆰 ７
１６ 波兰 １４ ４８５􀆰 ３ ３３ ０８５􀆰 １ ２４ ５１１􀆰 ７ １２８􀆰 ４ ３３ 英国 １５ ０８９􀆰 ９ ３６ ７４３􀆰 ６ ２６ ３５６􀆰 １ １４３􀆰 ５
１７ 芬兰 １４ １４７􀆰 １ ３４ ０６９ ２４ ５７４􀆰 ６ １４０􀆰 ８２ ３４ 爱尔兰 １５ ５３２􀆰 ８ ３８ ７２３􀆰 ５ ２７ ８８４􀆰 ９ １４９􀆰 ３

（二） 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

学界从宏微观双层面均构建了较为科学的产品国内增加值率测度方法， 考虑到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测度结果是宏观层面的， 笔者采用宏观层面的测度方法。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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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均值大小的升序排名， 考虑到后文实证分析控制变量的

可获得性， 本文选择了如表 １所示的 ３４国作为研究样本。



刘遵义等 （２００７）［２５］和刘慧等 （２０２０） 的推导可知各部门完全国内增加值 （Ｂｖ） 为①：
ＢＶ ＝ （ｂｖ

１， ｂｖ
２， ……， ｂｖ

ｎ） ＝ ＡＶ （ Ｉ － ＡＤ） －１ （５）
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可以表示为 Ｂｖ ＝m－ＢＭ。 此时可以核算出各国制造业

亚产业层面的产品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 由于 ＷＩＯＤ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为

多国一张投入产出表， 与上述方法不匹配， 而 ＷＩＯＤ２０１３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与上

述方法具有较好的匹配性。 为此， 本文运用 ＷＩＯＤ２０１３ 年公布的数据测度了 ３４ 国

１４类制造业的产品国内增加值率②。
图 １报告了中间品进口高技术含量偏好国、 中技术含量偏好国和低技术含量偏

好国的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均值。 首先， 从国内增加值率的演进趋势看， 三类

国家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均值均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 这进一步印证了核密度估计

的结论； 其次三类技术偏好国的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在 ２００９ 年均呈现出显著

上升趋势， 这表明：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制造业更倾向于使用国内中间品， 从而使

得产品国内增加值率大幅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０９ 年后三类技术偏好国的产品

国内增加值率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可见金融危机仅使得各国制造业在短期内

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品， 配置全球资源进行生产仍是当前制造业的主流趋势； 最后

从曲线的高低来看， 中技术含量偏好国的国内增加值率均值明显大于低技术偏好国

和高技术偏好国，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进口中技术含量中间品对一国制造业产品国

内增加值率产生的正向效应大于低技术含量中间品和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上述结论

也从描述性统计视角证实了倒 Ｕ 型机制的存在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仅仅是无条件

相关估计结果， 后文将借助更为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剖析。

图 １　 三类进口技术含量偏向型经济体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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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限于篇幅， 本文略去推导过程。 具体推导可见于刘遵义等 （２００７） 和刘慧等 （２０２０） 的文章。
１４类产业分别为 Ｃ３食品、 饮料和烟草、 Ｃ４ 纺织品、 Ｃ５ 皮制品与鞋类、 Ｃ６ 木制品、 Ｃ７ 纸与印刷业、

Ｃ８石油与核燃料、 Ｃ９化工产品、 Ｃ１０塑料产品、 Ｃ１１其他非金属矿物产业、 Ｃ１２ 金属与金属制品、 Ｃ１３机械

制品、 Ｃ１４电器与光学设备、 Ｃ１５交通设备制造和 Ｃ１６制造与回收产业。
三类偏好国以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均值进行划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进口品技术含量均值排名前十的

为高技术含量偏好国， 后十的为低技术含量偏好国， 其余为中技术含量偏好国。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的设置与变量的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各国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 实证中用 ｌｎ （１＋
ＤＶＡ） 表示， 被解释变量细化到制造业亚产业层面； 解释变量为各国制造业中间品

进口技术含量 （ＩＭＰＭ）， 以前文测度值的自然对数表示。 基于文献综述中的机理

分析结论， 本文将解释变量的平方项也纳入回归， 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ｌｎ（１ ＋ ＤＶＡ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ＩＭＰＭ ｊｔ ＋ α２ＩＭＰＭ２ｊｔ ＋ γｍＸｍ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６）
其中： ｉ 为行业， ｊ 为国家， ｔ 为年份， Ｘ 为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既能刻画国

别特征， 又可能对产品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有： （１）
高等教育 （ＥＤＵ）， 以 ｌｎ （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表示； （２） 能源租金 （ＮＺＪ），
以 ｌｎ （１＋石油等能源租金 ／ ＧＤＰ） 表示； （３） 经济效率 （ＸＬ）， 以每千克石油产生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表示； （４） 研发投入 （ＲＤ）， 以 ｌｎ （１＋研发支出 ／ ＧＤＰ） 表示；
（５） 企业营商环境 （ＳＳ）， 以 ｌｎ （１＋上市公司总资产 ／ ＧＤＰ） 表示； （６） 外部经济

冲击 （ＪＲ）， 以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作为样本进行控制， 当年份大于等于 ２００８ 时， 令

ＪＲ 为 １， 否则为 ０； （７） 国际贸易地理优势 （ＤＧ）， 本文以毗邻大进口国优势来刻

画地理优势①， 当一国拥有该优势时， 令 ＤＧ 为 １， 否则为 ０。
（二）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２报告了基准模型 （ＯＬＳ） 的检验结果， 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条件下， 中间

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水平项均显著为正， 平方项则显著为负， 这表明： 中间品进口技

术含量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 Ｕ 型， 进口中技术含量中间

品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边际促进作用是最大的， 进口技术含量过高或过低

中间品对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甚至会抑制国内增加值率

提升。 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前文关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

国内增加值率倒 Ｕ型作用机制的推理和描述性统计所得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二是

适度加大中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力度和积极克服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可以成为一

国制造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选择。
借助表 ２的式 （８） 所得倒 Ｕ 型曲线的顶点 （最优值）， 本文核算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偏离最优值的偏离系数。 图 ２ 报告了相应的结果：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间， 中国中间品技术含量的偏离系数小于 ０， 即中间品进口技术

含量在倒 Ｕ型曲线的左侧， 此时，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越高， 中间品进口对国内

增加值率的边际促进作用越大。 ２００３年后偏离系数已经大于 ０， 即中间品进口技术

含量已经跨越倒 Ｕ型曲线顶点进入右侧， 此时，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会

使得中间品进口对国内增加值率的边际促进作用日趋降低。 令人遗憾的是：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偏离系数呈现日趋上升的趋势， 这表明：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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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 ２０１２年进口量在全球排名前五的国家认定为进口大国， 分别为中国、 美国、 德国、 英国和日

本。 与其中任何一国相邻则认定其拥有毗邻大进口国优势。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 “持续偏离” 最优值的形式作用于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

率， 这不仅使得我国容易陷入 “卡脖子” 风险和核心中间品外部依赖风险， 还使

得中间品并未以最优值的形式促进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表 ２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ＭＰＭ
　 １􀆰 ３６８∗∗∗ 　 　 １􀆰 ５４２∗∗∗ 　 １􀆰 ５９６∗∗∗ 　 １􀆰 ８３２∗∗∗ 　 １􀆰 ８５７∗∗∗ 　 １􀆰 ８５２∗∗∗ 　 ２􀆰 ８８７∗∗∗ 　 ２􀆰 ７９７∗∗∗

（３􀆰 ８１０） （４􀆰 ８２１） （５􀆰 ０９２） （５􀆰 ８５０） （５􀆰 ９４１） （５􀆰 ８２１） （８􀆰 ０３２） （７􀆰 ７８１）

ＩＭＰＭ２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７７９∗∗∗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９３２∗∗∗ －０􀆰 ０９４７∗∗∗ －０􀆰 ０９４６∗∗∗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３∗∗∗

（－３􀆰 ８４９） （－４􀆰 ８３７） （－５􀆰 １２２） （－５􀆰 ９０６） （－６􀆰 ０１４） （－５􀆰 ９０２） （－８􀆰 １２９） （－７􀆰 ８７１）

ＥＤＵ
－０􀆰 ２６５∗∗∗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５∗∗∗ －０􀆰 ２３５∗∗∗ －０􀆰 １９１∗∗∗ －０􀆰 １９１∗∗∗ －０􀆰 １９４∗∗∗

（－３８􀆰 ６２） （－３６􀆰 １１） （－３５􀆰 ９５） （－３３􀆰 １０） （－２３􀆰 １８） （－２３􀆰 １８） （－２３􀆰 ５２）

ＮＺＪ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２７６∗∗∗

（１５􀆰 ４６） （１７􀆰 ２７） （１７􀆰 ６８） （１４􀆰 ３６） （１４􀆰 ６０） （１４􀆰 １５）

ＸＬ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３１４∗∗∗

（７􀆰 ８７７） （８􀆰 １４１） （９􀆰 １１４） （９􀆰 ５７７） （８􀆰 ４８７）

ＲＤ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６８∗∗∗

（４􀆰 ７５２） （４􀆰 ９１１） （５􀆰 １２７） （５􀆰 ８１９）

ＳＳ
０􀆰 ００７６３∗∗∗ ０􀆰 ００７６２∗∗∗ ０􀆰 ００８０６∗∗∗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２） （１０􀆰 ６３）

ＪＲ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１８５∗∗∗

（６􀆰 １１８） （５􀆰 ７８４）

ＤＧ
－０􀆰 ００８９９∗∗∗

（－４􀆰 ３８０）

Ｃ
－６􀆰 １３７∗∗∗ －６􀆰 ９４６∗∗∗ －７􀆰 ２１３∗∗∗ －８􀆰 ３８９∗∗∗ －８􀆰 ５０７∗∗∗ －８􀆰 ５４１∗∗∗ －１３􀆰 ５６∗∗∗ －１３􀆰 １２∗∗∗

（－３􀆰 ４４６） （－４􀆰 ３７９） （－４􀆰 ６４１） （－５􀆰 ４０１） （－５􀆰 ４８７） （－５􀆰 ４１２） （－７􀆰 ６４３） （－７􀆰 ３９５）

ＯＢＳ ５ ７０８ ５ ７０８ ５ ７０８ ５ ７０８ ５ ７０８ ５ ５４０ ５ ５４０ ５ ５４０

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２１１ ０􀆰 ２４３ ０􀆰 ２５１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５ ０􀆰 ２６０ ０􀆰 ２６２

最优值 １８ ５３８􀆰 ２ １９ ８７６􀆰 ７ １９ ４６２􀆰 ４ １８ ５５１􀆰 ９ １８ １１７􀆰 ７ １７ ８２９ １７ ２１２􀆰 ３ １７ ６７１􀆰 ７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偏离系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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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偏离系数的计算方法为 １００∗ （中国值－最优值） ／最优值。



（三）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鉴刘慧等 （２０２０） 的研究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采用能

克服内生性的两步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稳健性检验， 借鉴刘慧等 （２０２０） 的

做法， 以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二是以能克服内生性的联立方程进

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中以方程 （６） 为联立方程的第一个方程， 以 ＩＭＰＭｉｔ ＝ ｃ０＋θｌｎ
（１＋ＤＶＡｉ ｊ ｔ） ＋δｍＭｍｉｔ为联立方程的第二方程， Ｍ 为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 ＷＤＩ 数
据库中各国税收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的水平项及其一期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 两类稳

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①：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水平项显著为正，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

量的平方项显著为负， 可见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 型

作用机制均稳健成立。
（四） 异质性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刻画异质性条件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本文运用联立方程从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时间异质性、 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和制

造业产业异质性四个维度进行估计分析。
表 ３列 （１） 和 （２） 报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估计结果， 可知两类经济

体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水平项估计结果显著为正， 而平方项则显著为负， 即倒 Ｕ
型关系在两类经济体中均显著成立。 发达国家的倒 Ｕ 型顶点值 （１８ ９８４􀆰 ５） 明显

大于发展中国家 （１５ ３４６􀆰 １）， 这表明： 发达国家国内增加值率抵御高技术含量中

间品进口侵蚀的能力大于发展中国家。 表 ３列 （３） 和 （４） 报告了时间异质性的估

计结果， 可知在两个时间段中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水平项显著为正， 平方项显著为

负， 即倒 Ｕ型关系在两个时间段中均稳健成立，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的最优值 （２３ ３２９􀆰 ４）
明显大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最优值 （１６ ６０６􀆰 ２），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倒 Ｕ型顶点值会

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增加。 表 ３列 （５） 和 （６） 报告了毗邻大进口国和非毗邻大进口

国的估计结果， 可知两类贸易地理条件下，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水平项均显著为

正， 平方项则显著为负。 倒 Ｕ型机制在两类经济体中均稳健成立， 拥有毗邻大进口

国优势国家的最优点 （１４ ３４０􀆰 ４） 明显小于无该优势的国家 （１８ ８６４􀆰 ８）， 这进一步

表 ３　 经济发展水平、 时间、 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回归结果 （联立方程）②

系数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毗邻大国 非毗邻大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ＭＰＭ
１􀆰 ８５６∗∗ １􀆰 ９４７∗∗∗ ２􀆰 ９９３∗∗∗ ８􀆰 ７５０∗∗∗ ２􀆰 ２９７∗∗∗ １􀆰 ６５２∗∗

（２􀆰 ４３６） （３􀆰 ７７０） （２􀆰 ７８２） （４􀆰 ２９５） （４􀆰 ２８４） （２􀆰 ５１７）

ＩＭＰＭ２
－０􀆰 ０９４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４∗∗∗ －０􀆰 ４３５∗∗∗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３９∗∗

（－２􀆰 ４３４） （－３􀆰 ８７１） （－２􀆰 ８０５） （－４􀆰 ３７０） （－４􀆰 ４２３） （－２􀆰 ５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１ ６３５ ３ ０７９ ２ ０７２ ２ ６４２ ２ ３６６ ２ ３４８
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２１３ ０􀆰 ２７５ ０􀆰 ２６３ ０􀆰 ２５１ ０􀆰 ２９２

最优值 １８ ９８４􀆰 ５ １５ ３４６􀆰 １ １６ ６０６􀆰 ２ ２３ ３２９􀆰 ４ １４ ３４０􀆰 ４ １８ ８６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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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本文略去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作者存档备索。
限于篇幅， 笔者略去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常数项， 后文同。



证实： 毗邻大进口国会提升一国 “为出口而进口” 国外中间品的倾向， 从而使得

中间品进口对国内增加值率的侵蚀作用大于不拥有该优势的经济体。
表 ４进一步报告了异质性产业的估计结果， １４ 类制造业的估计结果中， 有 １３

类产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水平项均显著为正， 平方项则显著为负， 可知倒 Ｕ
型机制在 １３类制造业亚产业层面均显著成立， 这表明进口中技术含量中间品能最

有效地提升国内增加值率的机制在制造业 １３ 类亚产业层面也稳健成立。 而在 Ｃ１４
（电器与光学设备） 产业不成立，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电器

和光学设备均属于高技术产业， 其中间品技术含量和制造难度往往高于其他产业

（如手机芯片和内存等）， 技术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从而使得其对制造业产品国内

增加值率所产生的促进效应相对有限， 而产生的抑制效应较为明显， 进而在很大程

度上使得倒 Ｕ型机制不明显； 另一方面 Ｃ１４ 产业内部的电器产业和光学设备产业

存在较大的差异， 两类产业中间品进口对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力具有多方向性特

征， 难以凝聚成整体性倒 Ｕ 型关系，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中倒 Ｕ 型关系不成立。 值

得一提的是： 虽然 １３类制造业估计的样本容量小于整体层面， 但 １３类制造业亚产

业的拟合系数均优于整体层面，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倒 Ｕ 型机制在亚产业层面的显

著性不亚于整体层面。 上述结论也进一步证实了倒 Ｕ型关系的稳健性。

表 ４　 异质性产业回归结果 （联立方程）①

产业 ＩＭＰＭ ＩＭＰＭ２ Ｃ ＯＢＳ Ｒ２ 产业 ＩＭＰＭ ＩＭＰＭ２ Ｃ ＯＢＳ Ｒ２

Ｃ３
２􀆰 ５９５∗∗∗ 　 －０􀆰 １３２∗∗∗ －１２􀆰 ０８∗∗∗

３３７ ０􀆰 ５８６ Ｃ１０
２􀆰 ３０４∗∗∗ 　 －０􀆰 １１８∗∗∗ －１０􀆰 ８１∗∗∗

３３７ ０􀆰 ７９７（６􀆰 １９９） （－６􀆰 ２４７） （－５􀆰 ８３３） （４􀆰 １７１） （－４􀆰 ２０９） （－３􀆰 ９５４）

Ｃ４
２􀆰 ０７８∗∗∗ －０􀆰 １０５∗∗∗ －９􀆰 ７４０∗∗∗

３３７ ０􀆰 ６５２ Ｃ１１
２􀆰 ０７３∗∗∗ －０􀆰 １０６∗∗∗ －９􀆰 ５９９∗∗∗

３３７ ０􀆰 ５３８（２􀆰 ９６２） （－２􀆰 ９５２） （－２􀆰 ８０６） （４􀆰 ３２４） （－４􀆰 ３５６） （－４􀆰 ０４６）

Ｃ５
２􀆰 ５０１∗∗∗ －０􀆰 １２７∗∗∗ －１１􀆰 ８３∗∗∗

３３６ ０􀆰 ６９６ Ｃ１２
２􀆰 ６０５∗∗∗ －０􀆰 １３５∗∗∗ －１２􀆰 ０３∗∗∗

３３７ ０􀆰 ６７０（３􀆰 ８０８） （－３􀆰 ８１２） （－３􀆰 ６４０） （３􀆰 ５６７） （－３􀆰 ６６３） （－３􀆰 ３３０）

Ｃ６
１􀆰 ８５０∗∗∗ －０􀆰 ０９４６∗∗∗ －８􀆰 ４３２∗∗∗

３３７ ０􀆰 ４５５ Ｃ１３
２􀆰 １８３∗∗∗ －０􀆰 １１２∗∗∗ －１０􀆰 ０７∗∗∗

３３７ ０􀆰 ７６３（３􀆰 ３１１） （－３􀆰 ３４９） （－３􀆰 ０４９） （３􀆰 ９９８） （－４􀆰 ０６９） （－３􀆰 ７３０）

Ｃ７
５􀆰 ２８７∗∗∗ －０􀆰 ２６９∗∗∗ －２５􀆰 ４５∗∗∗

３３７ ０􀆰 ６４５ Ｃ１４
０􀆰 ２７４ －０􀆰 ０１５１ －０􀆰 ６９７

３３７ ０􀆰 ７６８（８􀆰 ８８０） （－８􀆰 ９２８） （－８􀆰 ６４０） （０􀆰 ３５０） （－０􀆰 ３８２） （－０􀆰 １８０）

Ｃ８
５􀆰 ６８０∗∗∗ －０􀆰 ２９３∗∗∗ －２７􀆰 ３５∗∗∗

３３４ ０􀆰 ４６５ Ｃ１５
１􀆰 ４１８∗ －０􀆰 ０７２７∗ －６􀆰 ２５７

３３７ ０􀆰 ７１３（２􀆰 ７３５） （－２􀆰 ７９１） （－２􀆰 ６６２） （１􀆰 ６８６） （－１􀆰 ７１０） （－１􀆰 ５０３）

Ｃ９
３􀆰 ４２３∗∗∗ －０􀆰 １７５∗∗∗ －１６􀆰 ２１∗∗∗

３３７ ０􀆰 ６８８ Ｃ１６
５􀆰 ４７４∗∗∗ －０􀆰 ２８１∗∗∗ －２６􀆰 ０９∗∗∗

３３７ ０􀆰 ３９６（５􀆰 ５０２） （－５􀆰 ５７３） （－５􀆰 ２６７） （５􀆰 ７８９） （－５􀆰 ８７９） （－５􀆰 ５７７）

四、 进一步拓展分析： 倒 Ｕ型的稳固性与动态性检验

近年来， 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以 “加征关税” 和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校列入所

谓 “实体管制清单” 为代表的逆贸易自由化行动。 这不仅加剧了中美经贸摩擦， 使

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部分实体正常的生产运营也受到较大冲击。
上述现象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如下冲击：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 中美贸易

摩擦可能会加剧两国贸易的不确定性， 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冲击； 二是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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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证中每个产业均加入了前文提及的控制变量， 限于篇幅， 笔者仅给出如表 ４所示估计结果。



“卡脖子” 危机后， 中国企业意识到了 “补短板、 强弱项” 战略的重要性， 会进一步

提升高端中间品的研发水平和自给能力， 最终使得中间品进口依赖程度发生变化； 三

是企业面临的税赋会发生变化， 加征关税会使得部分出口企业面临的税赋骤增。 值得

一提的是： 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 ＣＯＶＩＤ—２０１９疫情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面临的税

赋 （如得益于疫情的妥当控制， 中国企业开工情况明显好于主要工业化国家） 产

生影响。 那么上述冲击是否会改变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型机制， 从而使得二者的优化路径发生根本性改变呢？
本部分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以期为新时期中国制定同步优化中间品进口技

术含量和国内增加值率方面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以 ＯＥＣＤ数据库提供的各国

经济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速， 以各国税收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税赋冲击， 以刘

慧和杨莹莹 （２０１８） 的方法测度所得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占比来衡量中间品进口冲

击。 实证中以各类冲击变量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以判断内外

部冲击下倒 Ｕ型机制的稳固性。

表 ５　 内外部冲击与倒 Ｕ型机制的稳固性 （２ＳＬＳ）①

系数
（１） （２） （３）

经济增长冲击 税赋冲击 中间品进口冲击

ＩＭＰＭ×Ｍ
０􀆰 ８８１∗∗∗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３３９∗∗∗

（７􀆰 ４４１） （１􀆰 ８１３） （４􀆰 ６０５）

（ ＩＭＰＭ×Ｍ） ２
－０􀆰 ４９０∗∗∗ －０􀆰 ００９０６∗∗∗ －０􀆰 ０３７９∗∗∗

（－７􀆰 ５４６） （－４􀆰 ４７４） （－７􀆰 ７３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５ ０７８ ４ ７１４ ５ ０７８
Ｒ２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９ ０􀆰 ２７４

注： Ｍ代表相应的冲击变量。

表 ５列 （１） 报告了经济增长冲击的估计结果， 可见当前 ＣＯＶＩＤ—２０１９和中美

经济技术摩擦引致的增速冲击并不能改变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

率的作用机制， 即在经济增速变迁条件下， 制定二者的优化政策仍需遵循倒 Ｕ 型

机制。 表 ５ 列 （ ２） 报告了税赋冲击的估计结果， 可见美国加征关税行为和

ＣＯＶＩＤ—２０１９引致的各国减免税费行为也无法撼动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

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表 ５列 （３） 报告了中间品进口冲击的估计结果， 可知

美国 “断供” 核心中间品、 将中国实体列入所谓 “实体管制清单” 以及中国的

“补短板、 强弱项” 战略虽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 但均无法改变中间品

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型机制。
表 ５的估计结果表明倒 Ｕ 型机制具有非常强的抗冲击性， 那么这种机制是否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步弱化甚至消失呢？ 本文进一步从动态时间视角对倒 Ｕ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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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文的实证分析中， 由于联立方程的第二个方程采用税赋作为控制变量， 为避免联立方程的第二个方

程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此处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机制的稳固性进行分析， 表 ６ 报告了倒 Ｕ 型关系稳固性的动态检验结果， 在滞后

１－６期的估计结果中，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水平项显著为正， 而平方项则显著为

负， 可见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型作用机制在滞后 １－６
期情况下依然稳健成立。

综上可知， 经济增速冲击、 税赋冲击和中间品进口冲击等均无法改变倒 Ｕ 型

机制， 倒 Ｕ型机制在滞后 １－６期情况下依然稳健成立。

表 ６　 倒 Ｕ型机制稳固性的动态检验 （２ＳＬＳ）①

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三期 滞后四期 滞后五期 滞后六期

Ｌｔ􀆰 ＩＭＰＭ
２􀆰 ３８５∗∗ １􀆰 ７６０∗∗ １􀆰 １６３∗∗∗ ３􀆰 ２７０∗∗∗ ９􀆰 ３９４∗∗∗ ８􀆰 １９２∗∗∗

（２􀆰 ３９３） （２􀆰 ５２６） （２􀆰 ６０６） （４􀆰 ７０５） （６􀆰 ５４２） （５􀆰 ７００）

Ｌｔ􀆰 ＩＭＰＭ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０７∗∗ －０􀆰 ０５９７∗∗∗ －０􀆰 １６４∗∗∗ －０􀆰 ４７３∗∗∗ －０􀆰 ４１７∗∗∗

（－２􀆰 ４１７） （－２􀆰 ５５９） （－２􀆰 ６５８） （－４􀆰 ７１３） （－６􀆰 ５４２） （－５􀆰 ７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４ ６１６ ４ １５４ ３ ６９２ ３ ２３０ ２ ７６８ ２ ３０６
Ｒ２ ０􀆰 ２５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４３ ０􀆰 ２３８ ０􀆰 ２４１ ０􀆰 ２５０

注： 解释变量前 Ｌ为滞后期， ｔ为滞后期数， ｔ在本表取值为 １－６。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刻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和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基础上， 从多维视角

就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也从多元冲击和时间动态冲击视角对上述

作用机制的稳固性进行检验。 得到的结论主要有： （１） 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

明显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 而与比利时、 葡萄牙、 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较为

接近， 这既表明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出口技术含量偏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超高技术含

量中间品的进口，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未剔除 “统计假象” 条件下， 分析中国最

终品技术含量， 所得结论可能会存在一定偏误； （２）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制造

业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 Ｕ 型， 进口中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对制造业国内

增加值率产生的边际促进效应是最大的， 进口过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不仅会加剧一

国中间品进口依赖和 “卡脖子” 风险， 还可能对国内增加值率产生不利影响； （３）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国内增加值率的倒 Ｕ 型机制具有非常强的稳固性， 经济增

速冲击、 税赋冲击、 中间品进口冲击和时间动态冲击均无法撼动倒 Ｕ 型机制。 为

此， 中国制定中间品进口和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攀升等领域的长短期政策时， 需恪

守倒 Ｕ型机制。
本文将中间品的研究从数量领域拓展到了技术内涵领域， 不仅从技术内涵视角

为评估和理解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经验证据，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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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联立方程进行回归时， 第二个方程的经济学含义变成了本期的产品增加值率对 １－６ 年前的中间品

进口技术含量的影响， 前后经济关系有点 “倒置”。 为此， 此处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是可适度加大中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的力度， 瞄准适度高

于自身比较优势技术的中间品进口， 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 使得国内

中间品厂商在充分的竞争中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进而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对制造

业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 实现中间品进口与国内增加值率互促型升级。 二是在

持续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同时， 需妥善应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引致的

“卡脖子” 风险。 应积极开拓多元进口来源地， 以降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断供”
风险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的冲击， 此外， 还应通过 “干中学”、 跨国并购和联合研

发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国外高技术中间品的国内消化能力， 进而提升其技术溢出效

应， 提高中国中间品的 “干中学” 效果， 推动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和国际分工地

位协同攀升。 三是进一步提升国内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供给能力， 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中间品自主可控。 一方面应加大高技术中间品自主研发力度， 使得核心中间品生

产能力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国大市场优势， 鼓励国内企业购买本国中间

品， 为本国核心中间品发展壮大营造需求型 “温床”， 进而推动本土核心技术中间

品生产商成为本领域的 “独角兽” 和 “隐形冠军”， 实现国内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供

给能力与国内增加值率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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